通过规划治理构建城市更新新秩序
“城市更新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促进了城市新的增长。”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石晓冬表示。
4月27日，以“更未来—城市更新中的新质力量”为主题的2024中国城市更新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会上，石晓冬从规划角度分享了城市更新的当下及未来发展。
他提到，城市更新是一个涉及空间规划、人居环境、历史文化保护、生态修复、防灾减灾等全方面城市问题的系统性工程，既要服务于当前城市发展，又要实现未来城市发展的要求，还要面对许多遗留问题，需要有明确的目标、科学的方法，有力的组织，给予城市更新“三位一体”的系统性保障。
“城市更新面对的对象主要是老小区、老住宅，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步入了‘中老年’阶段，如何通过城市更新赋予新的活力，还能更好的服务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石晓冬说，城市更新的主体是复杂的，城市更新的实施过程也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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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说过：“21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
演讲中，石晓冬也提出了用复杂性科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更新。他认为，当下城市所面对的城市更新是复杂性系统中的城市更新，不论是城市还是区域，都是一个复杂性系统。
城市的复杂系统是什么？
石晓冬认为，城市复杂性的提高使得城市内外部各种关系多维化、复杂化，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交织更加紧密，城市规划治理中涉及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关联耦合，城市规划的运行涵盖了行政、市场、社会参与等多模态机制，具备复杂系统的特质。
城市复杂系统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石晓冬给出的答案是：博弈。博弈是城市规划治理“复杂性”的核心机制所在。理解“城市规划治理博弈”是城市系统发展认识、城市系统控制优化的关键。
“城市系统演化的基本思想和复杂系统如出一辙。”石晓冬分析，城市系统的复杂性起源于城市中参与个体（管理者、规划者、公众、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适应性，系统中个体之间不断交流，交流时不断进行着迭代的演化，迭代中又不断改变自身行为的方式，因此在城市系统整体上突现出新的结构、现象和更复杂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利益相关方之间以及与政策调控之间进行信息交换时必然会产生竞争与合作，即“博弈”。
从规划的角度去看，城市更新时代跟过去以增量以新建为主的时代相比，更多的不同是要通过规划治理去构建一系列的新秩序，也有社会治理的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规划能起到一定的公共政策作用，尤其是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规划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都在其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石晓冬说。
这就需要规划与治理。
规划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投射在空间上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生命力取决于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存的权利和生活的质量，持续对经济与空间、行政权力与实施责任、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产生二元作用。
“我们正处于构建国际新秩序、城乡新秩序、社会新秩序以及治理新秩序的过程中。”石晓冬解释，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是一种工具理性，运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
石晓冬认为，城市规划建设的目标就是为社会提供最优的公共产品。
城市更新的控制和适应
《孟子》一书中最早出现“治”和“理”。《荀子》中提到“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治理是一个多主体相互协调、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它强调的是多元治理、有效治理和善治，善治的目的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石晓冬说，各行各业都在谈治理，城市更新也属于治理的范畴。
为落实特定功能而创造社会、经济和环境基础性条件和制度条件，通过优化要素配置、调整利益结构、重构社会秩序，使规划成为提高空间质量和全民福祉的治理过程。石晓冬认为，这是从治理到规划治理的核心任务。
石晓冬总结了城市规划治理的四个特征：
第一，规划与治理一体化。城市规划作为一种重要的干预手段，编制过程复杂，涉及众多部门的衔接合作，使治理这一特性成为城市规划的基本属性。
第二，空间与治理相依托。“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国家治理、省和地区的治理、城市治理、县域治理和乡村治理；二者在尺度、类型上相匹配时，能更有效应对不同发展阶段和区域的治理要求。
第三，规划与政策相匹配。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意味着规划目标需要恰当的政策机制来实现，政策工具的缺位和过度都会影响规划的实施。
第四，模式与技术相交融。强化技术、工程、社会、经济等多学科领域成果，加强治理理论与人居科学的充分融合发展，形成立足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规划治理理论，更为科学地指导规划治理实践工作。
具体怎么做？石晓冬说两个词，即“控制”和“适应”。
所谓控制，从城市整个战略目标来看，对城市发展底盘予以控制。从国土空间规划来讲，则是坚持全局保障，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加强全要素、全周期、全链条管理。“通过层层传导规划目标，确保国土空间底盘不乱不散。”石晓冬说，这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但也需要有一些灵活的调节，城市更新恰恰对应灵活的调节，表现为适应。
石晓冬表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我们建立了对于土地使用用途的转换和兼容的制度，这是由于城市更新的要求必须要做的。比如，北京探索实施建筑用途转换和土地用途兼容，允许商业服务业类建筑用途之间相互转换、工业以及仓储类建筑转换为其他用途，解决实现城市功能过程中合理变更建筑和土地使用用途的需求；比如，在危旧楼房和简易楼改建中，在符合规划、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建筑规模作为共有产权住房或者保障性租赁住房。
“在控制当中，也有一些灵活性的调节，这些调节体现在审批环节，也体现在标准规范环节。”石晓冬说，灵活的控制还体现在技术上，在多年城市更新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技术工具，针对一个城市更新的对象，用哪些技术工具来保障它，这就需要灵活的匹配。
他认为，城市规划从技术决策走向公共决策，城市建设从经营城市回归营造良好的人居和营商环境，城市管理从技术革新向制度创新，化解技术至上思维不能完全脱离技术，需要在新的制度框架内运用好各类技术工具。
“城市更新规划治理过程中，蕴含了很多社会治理的内容。”石晓冬提到，比如规划城市更新中的赋权，就是明确物业权利人的范围以及权利义务，确保老百姓、市场主体利益事权，让更新改造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更好体现民众所盼所愿。
他还进一步强调，城市更新过程中除了有更灵活的主体之外，也要有更灵活的供给。比如，在加大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上给予5年过渡期满可按新用途以协议方式办理手续，对符合条件的更新项目，允许在5年内按照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进一步加大对发展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高精尖产业、文化产业、养老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的支持力度。
在新政策中，他还提出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年期不足的，允许依法适当延长使用年限，有效地解决了更新中剩余年期不足的问题。”石晓冬说，在综合确定土地价款上也释放了很多善意，如国有建设用地先租后让、作价出资入股等，租金可按年支付或分期缴纳。
“这些政策对城市更新来讲，既有刚性边界的要求，也有一些灵活性的政策供给，是在更新过程中不断调试的。”石晓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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